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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哲学思想

孙　邦　金

[摘　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关乎语言的哲学思想异彩纷呈 ,独树一帜 。王弼具有鲜明工具

主义倾向的言不尽意论 ,不仅是魏晋玄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而且逐渐渗透到谈坐论辩 、文学

艺术 、经籍训诂 、文字研究 、佛经翻译等广泛领域 ,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语

言范式和方法论原则 ,影响极为深远。它与僧肇对语言的空观思想 ,较为重视文字音 、形背后

之意义的文字训诂思想 ,以及强调诗言志传统的文学语言观念等一道 ,成就了一种言无言的意

境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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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魏晋时期学术思想 ,后人或以清谈误国批评之 ,或以风度雅致赞美之 ,褒贬不一 。然而 ,上自汉

末下迄南北朝统一 ,玄风大盛 ,学术思想的自由解放 、往复辩难的气息浓厚 ,对于语言的哲学反思继先

秦 、两汉之后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诸如名实关系论 、言意象之辨 、“理胜”与“辞胜”之辨 、佛经翻

译中的“格义”和“合本”等关乎语言的哲学论辩层出不穷 。这一时期语言哲学思想 ,既有本体论的也有

工具论的 ,既有认识论的也有境界论的 。本文将分别从语言 ,政治 、实在 ,翻译和文字训诂等四个方面对

其进行简要论述 。

一 、正名主义———从名实论到名理学

葛瑞汉曾经认为 ,中国语言哲学关注的主要不是本质问题而是名实相符问题。把握名实关系 ,不仅

仅是研究整个中国古代语言观的一条主线 ,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语言观的一把钥匙 。名与实 ,在先

秦名家和墨家那里 ,一般被规定为能指与所指的关系 ,即作为共相的名称 、概念与其所指称的具有共同

本质属性的实在之间的关系。但是汉魏时期的名实关系论则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 ,已不单是一个语言

学或逻辑学问题 ,而主要是一门如何认识 、选拔 、使用和评价人才的知识论和政治学 。它主要包含三个

方面的内容:一是品鉴的名实 ,它主要关注人才的流目品题与实际才能之间的关系 。二是才性的名实 ,

主要研究人的才能与德性的离 、合 、同 、异关系 。它的兴起与曹魏时期唯才是举的人才选拔制度有着密

切关系。三是律学的名实 ,它主要研究的是官职的权责关系 ,以便进一步“参伍形名” ———综合比验官吏

的实践效果与法规的文字规定之间的对应关系。

魏晋士人在“清谈”或“谈坐”这一学术社交活动中 ,十分讲究逻辑 、修辞技巧 ,尤其是对辩论的技巧

方法有着高度的自觉 。所以 ,清谈其实就是一门关乎语言技艺和思想历练的活动。徐干在《中论 ·核

辩》中指出 ,“夫辩者 ,求服人心也 ,非屈人口也” ,表明辩论的目的是辩明义理而非卖弄语辞 ,应该遵守

“在彼犹在己”的原则 ,以求得以理服人的效果 。刘劭亦在《人物志·材理篇》中认为 ,“夫辩有理胜 ,有辞

胜理” ,指出真正的辩论不能以辞害意 ,应该以辩明物理与人伦之定则为目的 ,看重的是言辞意义而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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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的逻辑规则。绝大多数魏晋士人与徐 、刘一样 ,皆对运用形式逻辑进行诡辩的方法持排斥态度 ,视诡

辩为纯粹的游辞和狡辩。这是因为诡辩固然可以使人关注到词与物的关系 ,不过极有可能将人类认知

引向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困境 ,对人类追求理论知识的真确性构成了威胁 。该时代的人们只偶然会

提及先秦名学论题 ,如西晋鲁胜《注墨辩序》便对名家予以了高度评价 ,然鲁胜又说:“自邓析至秦时名家

者 ,世有篇籍 ,率颇难知 ,后学莫复传习 ,于今五百余岁 ,遂亡绝。”这表明先秦名家的语言逻辑学传统几

成绝唱。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语言之自觉大都集中在了如何超越语言的形式性

和有限性上面 ,阻碍了增进语言与逻辑工具之细致严密性的努力 。

二 、言意之辨与语言的功能问题

与魏晋南北朝士人从语言逻辑转向形上玄思的趋势恰恰相反 ,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通常是

以拒斥或悬置形而上学为口号的 ,认为形上玄思才是对语言的误用 。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

中曾说:“凡是能够说的事情 ,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说的事情 ,就应该沉默 。”他要求人们老实承认形

而上学的东西不可言说。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中国传统思维虽然承认形而上学超出了语言的范围 ,

不过却一直致力于“说不可说”的思想任务。

魏晋士人以深受老庄思想浸润的王弼(公元 226年-公元 249 年)为代表 ,采取了与先秦道家语言

观相近的立场 ,不仅认同“得意忘言” ,而且认同“得意忘象” 。王弼空前重视超越于语言和形象之上的

“意” ,是义理派易学兴起的关键人物。王弼《周易略例》所谓“得意在忘象 ,得象在忘言” ,是说从理性言

诠和经验直观中类推出来的意理 ,乃是对理性与经验的融合与超越 ,是超绝言 、象的 。“意”在这里 ,不能

简单理解为“一个不属于特定之物的理” ———物理 ,而应该理解成认识主体通过卦言与卦象所表达的物

理中所可能得到的启发或感悟 。与物理相对 ,我们可以将这种由人的启发或感悟的东西统称之为“心

理”或“意理” ,包含了对于物———我关系的把握取舍与价值判断 。

结合王弼的《老子指略》来看 , “意”的超越性与“道”的超越性有相似之处 ,都是终极而超越的 ,具有

“无形无名”的特点 ,既超越形象亦超绝语言。反过来说 ,形象与语言皆由于其有限性 ,而无法表诠终极 、

无限 、全体之道的 ,正所谓“名之不能当 ,称之不能既” 。语言之所以存在局限性 ,王弼的理由是“名必有

所分 ,称必有所由。”名言皆有所指 ,然由于其所指皆为有限 、具体的事物 ,对于无所不指之道是无能为力

的。不仅于此 ,称谓皆有所诠 ,然由于其所诠皆为事物某个或某些方面的属性 ,对于事物的真正本质是

无法穷尽的。因此 ,王弼所说的“意理”是更接近于一种终极体验和人生境界 ,要么是一种整体 ,要么是

一种个人性的经验 ,而语言表达是分析性的 、公共性的 ,故 “意理”本身是不可说的 。王弼“言意之辨”的

焦点 ,并不是在说明思维 ———语言 ———世界之间的关系 ,而是意在界定物我关系 ,以此来解决人们在这

个世界中应该采取何种生存方式的问题 。因此 ,王弼从一开始就没有站在语言本体论和语言中心主义

的立场 ,而是始终坚持了工具主义的语言观。可以说包括王弼在内的大多数中国思想家 ,都强烈质疑用

语言文字来充分表诠终极义理的可能性 。对“道”的终极体悟要求人们越过词与物的鸿沟 ,使人与物直

接共处 ,达到一种物我交融的境界 。王弼对终极本原的体悟 ,使得他的语言哲学思想既重视了思想的主

体 ,又暗含了超出其主体自身之外 ,具备了一种介于主客体之间的“主体间性”的现代思维模式的特征。

嵇康(公元 223年—公元 262年)也认识到了语言的有限性 。他在《声无哀乐论》中说:“夫言非自

然一定之物 ,五方殊俗 ,同事异号。趣举一名 ,以为标识耳” ,明确指出了名言只是标识事物的符号 ,存在

形式性与地域差异性 ,本身并不具有实在性和绝对普遍的意义。嵇康还分析了“言”与“心”的关系 ,亦即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他主张“心不系于所言 ,言或不足以证心也” ,认为主体心智并不受所言 、所言之事

物的限制 ,而标识事物的语言亦不足以表达人的主观意识与心智感受 ,强调了语言的局限性及思维主体

的自由特质。在语言工具论这一点上 ,嵇康与王弼等的观点是一致的 ,而与当代解释学所坚持的语言本

体论观点 ———思维就是遣词造句的过程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得意忘言式的语言工具论 ,不仅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语言思想的主流 ,也是以后历代语言思想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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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但是也有特例。这一时期的欧阳建(? —公元 300年)则明确地提出“言尽意论”。欧阳建认为 ,语

言指称实在 ,指即其所指 ,名言不可能指称不存在的虚无 。既然语言代表了实在或者就是实在 ,那么反

过来说 ,欲想了解世界则可以通过研究语言来实现 。这既是语言实在论又是语言本体论 。但是 ,在工具

主义和功能主义盛行的中国语言哲学思想传统中 ,绝大多数思想家都将语言看成是一个指称和表意的

工具 ,既没有把语言看得与实在同等重要 ,也没有把语言看得与思维同等重要。欧阳建虽然提出了言能

尽意的观点 ,但他对语言本体论视角其实也是持排斥态度的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这显示出“言尽意论”

自身内部难以解决的一个理论难题 ———本意是为了重视实在 ,却可能不得不与重视实在一样去重视语

言。至于名言能否表达实在之外的东西 ,如王弼所说的“意理” ,欧阳建没有明说 。他将言意之辨的焦点

完全集中在名实关系上 ,属于认识论的领域 ,因而与先秦墨家名实论有某种内在联系 。他没有直接触及

到王弼所关注的言意问题的实质 ,可以说他的“言尽意论”并没有驳倒这一时期主流的“言不尽意论” 。

三 、文字训诂与经典解释

语言文字是随着时空条件的转移而不断变化发展的 ,表现出明显的历史性与地域性特点。历时性

的语言固化为文字 ,思想固化为经籍。而作为经籍研究主干的经学在汉代如日中天的时代过去之后 ,随

即跌入低潮。魏初荀粲曾说:“六籍虽存 ,固圣人之糠秕 。”经典文本的神圣性遭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 ,对

于如何对待和阐释经典文本则涌现出新的观念 ,就阐释学的方法论而言 ,王弼的“得意忘言”论堪称魏晋

南北朝时解释经典文本的主要范式 。在魏晋人们看来 ,经典文本并不是僵死不变的教条 ,其本身说了什

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阐释者透过文本而与自身的经验和理性相契合 、相贯通。因此 ,经典文本不仅应

向历史开放 ,也应该向当下(主体经验)开放;对文本的阐释与其说是一种还原 ,不如说是一种创造 。这

就是说 ,经典具有历史性的同时 ,还更应具有时代性。这与现代解释学的某些观点不谋而合 。这样一

来 ,魏晋义理之学对汉代注疏之学进行了一次解释学上的革命

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提出的语言文字“非自然一定之物” ,反对“前言”的绝对性与神圣性 。嵇康

在两种基本的经典阐释方式———“借古义以明之”与“多恃前言以为谈证”之间 ,选择了前者。他固然承

认经典文本对个人认知具有借鉴 、印证和启发的作用 ,但他更为强调主体经验所得乃是了解自然之理的

前提基础 。否则 ,正如其所言 ,“多恃前言以为谈证 ,自此以往 ,恐巧历不能纪” ,对于经典文本的阐释只

能越来越繁琐空洞 ,愈来愈远离个体的生存经验 。魏晋玄谈的主要对象是“三玄” ,即《易》 、《老》 、《庄》 ,

相关的注本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大都侧重注释者对文本哲理层面的发挥 ,而非文字的疏解 。另外 ,在

南朝经学 、玄学和佛学的讲解与互动过程中 ,出现了登座讲经的义疏或讲疏这一注释经典的新形式 ,其

主要内容是对经典文本及前人传注解释的再解释和疏通 ,以期更准确地理解经典原意 。在唐代统一经

典文本及其注疏出现之前 ,无论是注释还是义疏都是比较自由的 ,可以综核诸家 ,参以己意做出裁断 ,表

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

文字训诂是经典解释的基础 ,虽非直接与语言哲学有关 ,但却包含了语言哲学的一些要素 。中国文

字是以“依类象形”为基础的象形文字 ,它同时包含了音 、形 、义三个要素 ,掌握字音 、字形是了解字义的

基础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于文字三个要素的态度是有着不同侧重的 。早期的文字观 ,得益于对汉代

经学的反动以及“得意忘言”思维模式的影响 ,一般较为看重文字音 、形要素背后的意义。南北朝末期则

开始出现重视文字音 、形要素的呼声。颜之推在其《颜氏家训·勉学篇》中已经指出了通晓文字(尤其是

字形 、字音)对于经典解释的重要性 。他不再一味强调经典义理的发挥 ,转而重视起对文字的音 、形 、义

的知解 ,正预示着一个和解释经典密切相关的新型语言文字观的出现 。

四 、文学与翻译中的语言哲学问题

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与语言哲学思想之间亦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是因为有了上述“得意忘

言”式的语言工具论思维 ,才会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高度发达的文学艺术传统。无论是陆机的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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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问题 ,还是刘勰的物 ———辞———情问题 ,与魏晋言 ———意———象之辨显然有一个共同的语言哲

学背景。刘勰说:“况乎文章 ,述志为本 。言与志反 ,文岂足征 ?”文章以“述志为本” ,明确表明他坚持了

“诗言志”的文学传统 。语言文字以得情 、得志 、得意为最终目的 ,一旦实现了这一最终目的 ,语言文字本

身随之消融在其所要实现的目的之中。由于整个时代都倾向于用文学语言来表达自我情感及作家个人

的自由意志 ,张扬了“诗言志”的传统 ,使得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显示出性灵 、隽永和自然的独特风格 ,并

最终指向了无言之美 、无言之意境 。

另外 ,在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过程中 ,也涉及到一些语言哲学问题 ,如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

抄序》中提出了佛经汉译过程中存在的“五失本”和“三不易”原则 ,首次对于佛经翻译追求准确性时所碰

到的困难及其原因进行了系统总结 ,表现出对于不同语言体系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的高度自觉 。僧肇

在解“空”过程中提出的“诸法假号不真”问题 ,也涉及到语言哲学问题 。因为万法皆空 ,作为万法共相的

名亦不是真实的 ,只是暂时假借的工具而已。而僧肇还认为“言迹”不能表达“至理” ,类似于玄学的言意

之辨 。僧肇所说的“求言所不能言” , “相期于文外” ,其实就是王弼的“得意而忘言”思想在佛教中的再

现 ,二人皆视名言仅为工具 ,言外之意才是语言的最终目的。佛教哲学的语言观 ,从一个方面丰富了中

国中古时期的语言哲学思想

应该说 ,近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 ,存在着想把哲学变成一门严密的科学的伟大抱负 ,或者说想把

哲学建基于稳固的语言科学基础之上的企图 。而这种语言本体论的视角 ,与魏晋时期功能主义和工具

主义的语言观 ,显然是大异其趣的 。魏晋时期哲人对语言的局限性有深刻的认识 ,认为“无言” ,即沉默

与意会也是一种“言” , “言无言” ,即说不可说 ,在表达方式上属于遮诠与反诠 ,目的在于追求弦外之音 、

言外之意 、无言之境的默契与悟解 。对于超越于语言之外的意境问题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若不是认为其

是形上独断的和心理学的 ,就是将其悬置不论 。但是 ,现代语言哲学对于名称或命题意义的不懈追问 ,

反映了语言哲学对于语言与对象世界 、主体经验三者之间恰当关系的焦虑 。魏晋南北朝时期提出言与

无言的辩证语言哲学思想 ,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语言哲学思想资源。

(责任编辑　严　真)

Thought of Language Philosophy during Wei-jin
&Southern-Northern Dynasties

Sun Bangjin

(School of Law & Po litics , Wenzhou Unive rsity , Wenzhou 325035 , Zhejiang , China)

Abstract:In the Wei-Jin Period and the Southern-Northern Dynasties , phi losophic thinking about

language is ext raordinary co lorful.The Wang Bi' s bright inst rumentalism that the w o rd does not

e xpre ss meaning pro foundly , i s a milestone in histo ry o f Chinese language philo sophy .It seeps

gradually to the w ide realm , such as argument skill s , literature , arts , tex t hermeneutics and Buddhist

classics t ranslation and so on.As a universal language model and the methodology principle , it

becomes one kind of non-word and ideal beauty finally.

Key words:concept and objective being ;Wang Bi;debating o f w o rd and it' s meaning;emptiness

of language;non-wo rd bea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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